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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周煦良翻译活动的早期,他以诗人的身份译诗,在选材上虽然以“求真”的文学性文本诗歌为

主,策略上却出于
 

“新诗诗体建设”务实之需而采用了一些变通方法;在翻译活动的中期,他带有明显的

“制度化译者”色彩,在选材上意志性(自主性)受限,策略上因
 

“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务实之需采用了全

译和变译相结合的策略;在翻译活动的后期,他作为学者的语言性译者角色占据主导地位,在选材上自

主性明显提升,虽然仍有
 

“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务实之需,但策略上采用了以求真为本的深度翻译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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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周煦良从 1934 年开始着手翻译,翻译生涯跨越近半个世纪,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

品,在哲学、美学、逻辑学、文艺理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介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他在总结自己翻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翻译理论文章

和译序。 因译著厚重,思想深邃,他的作品入选多部译家研究论著,其中包括我国译家研究

的最新成果《中国翻译家研究》,他被称为“地道的文理兼容的翻译家” (方梦之
 

等,2018:
69)。 方梦之等(2016:2)学者呼吁,“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科学昌盛等密

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掩蔽的重要史实”,其中重点提到了

周煦良。 卞之琳(2007:417)曾在追忆周煦良的一篇文章中评价周煦良“基本上是书生,却
有活动能耐,一贯以行动支持社会、国家进步、正义大业”,袁筱一(2021)后来在《翻译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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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翻译的地理》一文中写道:“翻译应该也是周煦良诸多行动之一。”鉴于此,笔者认为,
有必要就周煦良的翻译活动展开研究,考察其翻译行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之间的互

动,为新时代译者如何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发挥翻译的社会效应提

供启发。
周煦良的翻译实践涉及众多领域,且涵盖多种形式。 从翻译类别来看,既有直接译自

英语的作品,也有大量转译自俄语、德语、法语的作品;从译者模式来看,既有独译,也有合

译,还有校译;从内容提取方式来看,既有典型翻译(如全译),也有非典型翻译(如变译)。
此外,其翻译活动体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选材上经历了自然科学翻译过渡到文学

翻译,文学翻译过渡到社会科学翻译,再到社会科学翻译与文学翻译并重这三个阶段,译本

表达上既有语言性的翻译行为特征,又有社会性的非翻译行为痕迹。 那么,在周煦良半个

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形态为何会如此多元? 翻译选材为何会出现多次转向? 译本为何

会呈现差异化特征? 他又是如何以翻译行动支持国家进步和正义大业的? 把译者视为存

在于社会的意志体,专注于译者的身份和角色之于译文选择的影响,进而考察译者行为合

理度的行为批评视域,或许能够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1　 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译者身份、译者角色与翻译选择

译者行为批评是“对译者借助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 (周领顺,

2014:26),也即译者角色化研究。 该理论“基于翻译活动从文本中心向社会活动转向这一

发展,基于翻译实践存在翻译内部行为痕迹和翻译外部社会行为痕迹这一分析,以及基于

把译者行为定位于既具有语言内部行为又具有社会外部行为的一种文化行为这一认识”
(周领顺,2022a:79),认为译者兼具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属性和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
属性;文本生成既受到译内环境的影响,也受到译外环境的制约;译者行为随其身份和社会

角色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征,该特征在译文中亦有所反映。 具体而言,译者的译者身份越

高,其语言性越强,译文的求真度就越高;反之,译者的角色化(即社会化)程度越高,其社

会性越强,译文的务实度越高,译者的角色化总体上又受制于社会环境。 据此,其首创者周

领顺教授提出了“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构建了由“译者中心”和“社会中心”构成

的双中心“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以“共同服务于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

性,并最终形成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总的理论评价系统” (周领顺,2022b:
2),从而描述译者行为的合理度,解释译者行为的合理性。 因此,评价译者行为须将特定社

会环境下译者身份及其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毕竟“辨析译者的‘身份’和‘角色’有助于认

清翻译性质和翻译活动的性质,……从而增强翻译批评的公正性”(周领顺,2014:229)。
译者行为批评为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提供了一个聚焦翻译现实和译者行为的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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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傅敬民,2022:23)。 根据该理论,译者在译者这一稳定身份的支配下,可扮演包括基

本层语言性语码转换角色在内的“译者角色”和任何其他社会性角色。 角色化程度决定着

译文“译”与“非译”的属性,是影响其行为多元化和译文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故从身份类型

切入研究,是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个有效途径。 但由于“任何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行为活

动,还是作为一种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深嵌于社会环境之中” (Wolf,2007:1),且“真实的意

义需要放在‘活动’‘语境’或‘社会’中考察”(陈静
 

等,2022:5),对译者身份及其角色化的

分析,首先应从考察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开始。 只有发现翻译现象背后的东西,认识译文

的生成环境,才能揭示周煦良在翻译选择时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化非译行为的形式

和动因。

2　 社会环境与周煦良身份角色的嬗变

周煦良的译者身份毋庸置疑,但译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然会为了使译文满足某种

需要而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角色,从而实现其翻译的社会化,以参与社会进程。 根据迥

然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学术环境以及不同的翻译需要,我们可以把周煦良的翻译活动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1934 年从事翻译活动以来,到 1948 年《西罗普郡少年》翻译的完成;第
二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27 年;第三阶段,改革开放至其逝世的 6 年。 他在三个时期不

同的角色特征和翻译选择,都体现了他不同的务实目的。
2. 1

 

诗人译者与周煦良翻译行为的文学参与

虽然周煦良的翻译活动始于物理学著作的翻译,但由于其自身的学术兴趣、交往的文

化空间以及中国新诗发展的现实,在翻译完《神秘的宇宙》之后,他的翻译重心迅速转移到

了诗歌。 自 1932 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周煦良曾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英

国文学兴趣浓厚,尤其是诗歌。 1934 至 1935 年间,他经常参加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与梁宗

岱、李健吾、孙大雨、朱光潜、卞之琳、何其芳、林徽因等人一起读诗,就新诗建设等文艺问题

展开学术交流。 1936 年,他受到戴望舒先生的邀请,成为《新诗》月刊的撰稿人。 据笔者统

计,在《新诗》共 10 期的 93 名作者中,周煦良发表原创诗歌五首,译诗七首,译诗歌理论文

章六篇,其译诗及论文数量仅次于戴望舒,远超过其他撰稿人。 在 1930—1940 年间,中国

新诗因承载抗日救亡的社会责任而带有强烈的世俗化色彩,出现过度散文化和大众化的流

弊,而在自身的艺术建构上,也显得十分乏力。 《新诗》创办的初衷是为了使当时枯萎的中

国诗坛繁荣起来,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寻求出路。 周煦良接受其邀请,并积极参与其中,原因

或许正如袁筱一(2021)所说:“周煦良是诗人,家学渊源的原故,对旧体诗很有心得,但在

对新文化的坚定信仰中又拒绝写旧体诗,只坚持用译诗的方式找寻新诗的可能性。”
 

抗战时期中国新诗过度散文化的现状、周煦良本人的诗人身份以及他对通过翻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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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为新诗寻求突破这一路径的认同,为他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择定下了基调。 在《新诗》
停办后,他依然致力于诗歌、诗论翻译,并将诗歌翻译视为中国新诗格律试验的重要途径。
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历时十年翻译的《西罗普郡少年》,因为豪斯曼的诗“往往以

极平常的字句,极普通的语调,写出一点极微妙的诗意,同时能收极完美的效果” (梁实秋,
1936:113),其平实朴素的语言、不事雕琢的风格、严谨整饬的格律以及鲜明的节奏,在一定

程度上契合了中国新诗诗体试验的需求。 作为诗人,周煦良首先关注的是中国文学(新

诗)发展的需求,他的翻译选择也体现了诗体建设这一文学需要。 译者的角色化过程也是

其翻译活动服务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他在这一阶段的诗歌翻译活动就是出于
 

“中国新诗

诗体建设”
 

务实之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新诗,或者说

新文艺,是大量的周煦良们努力的结果”(袁筱一,2021)。
2. 2

 

制度化译者与周煦良翻译行为的政治参与

1951—1957 年间,周煦良担任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工作,
其翻译重心仍在文学上。 众所周知,1949 年后全国的翻译工作都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

署下设的翻译局统一指导,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和重组,至 1953 年,形成了“两社一刊” ①的

翻译出版格局。 高度体制化的翻译出版格局对翻译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翻译的

‘赞助’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查明建,2004:89),选材上受到“两为”方针(文艺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的制约,经历了从一边倒地偏

向苏联到批判地译介苏联文学与大量译介亚非拉弱小民族文学的转变。 翻译活动的高度

体制化,使译者的主体性被遮蔽,大多数译者带有“制度化译者”的色彩。 周煦良也不例

外,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选材标准的《福尔赛世家》 (三部曲),转
译了五部苏联文学作品,合译了一部东德作家作品和一部保加利亚诗集,作品或由后来并

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民营出版社出版,或直接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8 年他被调往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以下简称

《文摘》),此后,他的翻译重心转向了社会科学著作。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身份

是带有“制度化译者”色彩的译者,那么自任职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以来,他成了典型的

“制度化译者”,具有“‘译者’和保证国家政治价值的‘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角色” (高玉霞,
2016:130)。 《文摘》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 1958 年 9 月创办的内部刊物,目
的在于介绍西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情况,使国人在短时间内集中、系统地了解国外的学术

动态,为反帝、反修和批判资本主义提供资料。 周煦良负责选稿、审稿、译稿和改稿。 其间,
他本人也译介了 120 多篇社会科学文献,为我国学术界提供学术情报,同时还参与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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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 ①的翻译。 可见,其“公务员”角色凸显,是典型的“制度化译者”,翻译选择上带有

明显的政治参与特点。
2. 3

 

学者型译者与周煦良翻译行为的文化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的 27 年间,周煦良虽然担任公职甚多,包括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等

职,但由于长期卧病,他住在上海华东医院。 他在病榻上仍笔耕不辍,潜心于学术工作,

尤其是翻译。 1978 年以来,我国翻译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逐步展开,对外

交流迅速增加,文化视野骤然拓宽,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解读,我国的翻译活动迎来

了一个爆发式的蓬勃发展时期。 在社科著作方面,翻译出版活动恢复且迅速发展,试图

通过全面译介和重新评价西方文化,以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新文化,对人道主义的重新认

识和翻译就是表现之一。 1980 年代,我国出现了包括“萨特热”在内的“西学热” ,周煦良

应《外国文艺》之邀,翻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刊载于 1980 年第五期

的“萨特纪念” 专栏。 在文学作品方面,翻译选材趋向多元化,各级出版社纷纷推出丛

书、丛刊系列,翻译西学经典,以满足日益多元的社会阶层对文化的多元化需求。 过去被

视为颓废文学、低级趣味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文学译介的重点。 毛姆作为连接现

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重要一环,也在时隔 30 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文学界的选择视野。 自

1979 年以来,《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 《江南》等刊物陆续刊行毛姆的译作,掀起了毛姆

译介的热潮。 1982 年,周煦良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翻译了《刀锋》 。 毛姆善于以

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剖析人性的复杂与扭曲,这正好契合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人们对荒诞时代人性进行反思的语境。 毛姆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谨慎尝试,为我国

1980 年代的文艺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 可以说,周煦良的毛姆翻译是新中国试验新文

学的重要实践。

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和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使得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回

归了本体,相较于上一时期,译者的语言人属性增强,译者角色凸显。 赞助人对翻译选材虽

然仍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但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倾向参与翻译选择。 在上海译文出版

社提供的待译作品中,《刀锋》就是周煦良基于自己对毛姆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文化转型时

期读者阅读需求的把握,与赞助人共同商议所定。 人道主义作品的翻译,构成了当时新启

蒙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因此,这一时期周煦良的翻译行为具有明显的文化参与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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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 1957 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选择一部分作品,其中既有苏联的,也有西欧及美国的,当作反面教材和“毒草”,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

行,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称作“皮书”。 “皮书”包括“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蓝皮书”“绿皮书”等,其中以“灰皮书”和“黄皮书”
居多。 “灰皮书”主要收录社会科学论著,“黄皮书”主要收录“修正主义”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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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译行为的社会化与周煦良的译本表达

译者角色化是译者行为社会化的反映,而其行为特征会体现于译文之中,“译者角色化

由‘求真’走向‘务实’的过程,是译文从典型翻译(传统上的正统翻译、正法翻译)到非典型

翻译(如摘译、编译、等翻译变体、非正法翻译)的过程” (周领顺,2014:229)。 在不同的阶

段,周煦良的角色化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倾向不同,其翻译行为的社会化程度不同,译本

也呈现出了不同特征。

3. 1
 

“新诗诗体建设”的务实变通翻译

前文已论及,在周煦良翻译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成果在于诗歌翻译。 诗歌是典型的

文学型文本,对这类文本的翻译,译者通常“以对‘作者 / 原文’的‘求真’为主,以尽可能保

全原文主要信息之真的翻译策略为上”(周领顺,2014:179)。 周煦良提出了“意义抑效果、

得句定基调”的原则,意义抑效果是指不能为了迁就原诗格律而损害意义的传递。 他说:

“不管诗表现的是意境,是感受,是印象,它总有一个整体,一个中心思想或者主题……诗的

每一部分、每一句都应当为这个主题服务,而我们讲求效果,也仍是为主题思想服务。” (周

煦良,2007a:55)“得句”是指那些最能传达原诗神韵的句子,周煦良认为“译诗最最需要抓

的是这个,什么格律和押韵问题都只能放在次要来考虑”(周煦良,2007a:47)。

可见,周煦良的诗歌翻译首先是求真为上的翻译。 然而,“目标导向下的求真行为全都

是务实行为”(周领顺,2024:88)。 周煦良(2007a:237)诗歌翻译有明确的务实目的,他曾

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借译诗试图建立中国新诗的格律。”他将诗歌翻译视为新诗诗体建设

的试验田,因此,他在翻译时并没有完全照搬原诗的形式特征,而是在尽量移植原诗格律的

同时,兼顾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融合了林庚提出的“半逗律” 和我国的传统声律“平仄

律”,在新的时空语境下对原诗的形式进行了微调。 根据“求真—务实”的思想,译者偏离

作者 / 原文,可能是出于个人务实的目的。 周煦良“借译诗以试验中国新诗格律”的务实目

的,决定了他在求真的前提下,做了一些变通的处理,偏离了原文的部分形式特征。

3. 2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务实全译和变译

在周煦良翻译活动的第二个时期,翻译活动几乎全部由国家这一隐形赞助人决定,译

者选择空间受到限制,带有明显的“制度化译者”特点。 为了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实,他

在翻译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选材标准的《福尔赛世家》时,采用了全译这一求真策略,以

全面呈现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现实的揭示和对资产阶级虚伪本性的批判。 同时,以

转译的方式,翻译了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讴歌社会主义、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及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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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顽疾的苏联文学作品。 在这些转译作品中,有大量的“非译”痕

迹,包括以“译序”“译本内容提要”“译后记”等形式出现的副文本,突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

讴歌,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赞美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宣传等。

自 1958 年调任《文摘》副主编之后,周煦良的翻译重心转向社会科学翻译。 该刊物创

办的宗旨就是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以多、快、好、省的方法,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内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领导权,从而使学术事业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引导学术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破‘资’ 立

‘无’”(也闻,1958:79)。 为了满足特定条件下的“多、快、好、省”的特殊需求,周煦良主要

采用摘译这一变译策略,从巴斯摩尔的《哲学百年》中摘译出的《近代西方逻辑学发展纲

要》以及在《文摘》上发表的 120 多篇译文都属于这类非完整性翻译实践。 由于译者角色

化和翻译社会化程度的增强,译文中非译的成分逐渐增多。 他在《文摘》上发表的译文前

面,大多都附有“编者按”,或对符合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予以褒奖,以肯定其积极意义,或

对不符合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予以贬抑,以限制其消极意义。 明显的“非译”痕迹,再次证

明“翻译的目的性越强,社会性活动的意味就越足。 译者的译者身份特征就越弱,而其他的

社会角色特征就越明晰化,译者不是纯粹的译者,译文也不会是纯粹的译文” (周领顺,

2014:73)。

3. 3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度务实翻译

在周煦良翻译活动的第三个阶段,文艺创作和翻译活动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似前

一时期盛行,宽松的文艺政策也为文艺工作者“松了绑”,赋予了他们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允许文艺工作者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开展文学艺术创作和传播交流。 再

者,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希冀借助西方各种“理论”和“主义”,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寻

找出路,同时也急切地希望向遭遇“书荒”的读者呈现 20 世纪世界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演进

以及各国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 翻译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本体,允许译者能够把

目光投向作品本身的价值。

翻译活动的本体回归,使得译者的语言性凸显,其翻译行为也偏向了求真一端。 周煦

良在翻译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毛姆的《刀锋》时,在译文提取方式上都选

择全译,语言性“翻译”成色增加,完整呈现了两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在具体策

略上,采用典型的学术翻译策略“深度翻译”,添加大量的注释,或阐释存在主义的相关专

业术语和思想学说,或说明《刀锋》中出现的神话寓言和典故俗语,以重构原文文化语境,

填补读者的认知空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传真。 两部译作中也都有译者序,但与上一时
·921·



　 外国语文 2024 年第 6 期　

期的编者按不同,这一时期的译者序主要聚焦作品自身,周煦良(2007b:507)在《存在主义

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译序结尾处写道:“以上是综述本文的大意,并就其本身略作评述,以

供读者研究萨特全部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其在文学上表现的参考。”他为《刀锋》撰写的

上万字译者序,主要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翻译方法策略的说明,也是毛姆研究和翻译研

究的重要话语资源。 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的译者身份倾向决定了“译”的成分的

高低。 由上述分析发现,“译”与“非译”的倾向,不仅体现于正文本,也体现于副文本。

4　 结语

“译者的角色不同,角色行为自然也不同;角色行为不同,译文呈现的特征也不同。”

(周领顺,2014:221)在 20 世纪三个时期的不同翻译环境下,周煦良角色化及其翻译行为社

会化的不同程度,决定了他在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两个层面的不同翻译选择。 在他翻译生

涯的第一个阶段,为了
 

“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务实之需,他选择了“诗歌”这一典型的文

学型文本,翻译时采取了求真性务实的变通策略;在第二个阶段,为了
 

“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务实之需,他选择了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和能够满足特定时期“批判”需

求的社科文献翻译,采用全译和变译相结合的策略;在第三个时期,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

建设”的务实之需,他选择了顺应人道主义思潮的萨特作品和带有现代主义气息的毛姆作

品,采用了务实性求真的深度翻译策略。

社会务实是翻译活动的根本动力源,翻译需要是翻译行为的直接刺激源,服务国家发

展需要、促进文明交流是翻译工作的应有之义。 三个阶段角色化程度的差异以及译本在求

真、务实上的倾向,是周煦良对三个时期不同翻译需要的积极回应使然。 他希望依托自己

的翻译家身份,借助译者角色化和翻译行为的社会化,关注现实,参与社会进程,发挥翻译

活动的社会效应,因为他把翻译作为一种民族复兴的使命,“他不是一个小文人,他是个大

文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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